龙光竺道生“慧解”考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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顿悟是佛教修炼的一种方便法门，按后世禅宗的解说来看，主要是指修道者无须经过长期的修炼，只要能体悟到自身等同佛性，就可以立刻成佛。而“顿悟成佛”的这个法门，最早就是由道生提出来的。

道生（355～434）是鸠摩罗什的弟子“关中四子”中最有开创性的一位，他以“慧解”而著称，并在精研《涅磐》诸经典的基础上，体悟倡导“顿悟成佛”，开创了中国佛教修炼中的“顿悟”法门，为佛教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一、竺道生行迹、学说概述

道生俗姓魏，出生于彭城的一个世代官宦之家，他的故乡原本在河北巨鹿（今河北平乡），后来才移居彭城的。道生的父亲曾做过广戚的县令，为人忠厚善良，有“善人”的美誉。彭城是中国最早具有佛教寺庙香火的地方之一，而道生的父亲既然被赞为“善人”，这预示着他的家庭可能是信仰佛教的。

道生最早曾受业于著名高僧竺法汰，后来又在庐山修炼七年，钻研群经，斟酌诸论，认为“慧解”——也就是体悟佛经的经文大义才是修得正道的唯一法门。鸠摩罗什到长安后，道生和他的同学慧睿、慧严一道来到了长安，跟随鸠摩罗什学习。

道生在长安呆的时间不会很长，刘宋义熙五年（409年）他又返回了京城建康（今江苏南京），入住青园寺讲经说法。当时的刘宋皇帝刘义隆对道生礼敬有加，王公大臣、有名儒生如王弘、范泰、颜延等都纷纷向道生问道求学，一时声誉鹊起，道场兴隆。

道生跟随罗什游学多年，所以对龙树和僧伽提婆所弘传的中观空义旨要能够深达玄奥，因此体会到语言文字只是诠表真理的工具，不可执着和拘泥。他曾慨叹道：“夫象以尽意，得意则象忘；言以诠理，入理则言息。自经典东流，译人重阻，多守滞文，鲜见圆义。若忘筌取鱼，始可与言道矣！”
于是校阅真俗二谛的书籍，研思空有因果的深旨，建立“善不受报”、“顿悟成佛”的理论。
“顿悟成佛”的理论的建立，还同道生对《涅磐经》的深入研究有关。

东晋安帝义熙十四年(418年)，已在建康译出法显所带回的六卷《泥洹经》，经文中多处宣说一切众生都有佛性，将来都有成佛的可能，唯独“一阐提”人是例外的。
道生精研《涅槃经》，从经中“一切众生悉有佛性”的道理而推论说：一阐提也有佛性，也可以成佛。什么是“一阐提”呢？一阐提是梵文“一阐提迦”这个概念的音译，翻译成汉语就是“断善根”。 一阐提就是断绝善根的极恶众生，他们没有成佛的菩提种子，就像植物种子已经干焦一样，“虽复时雨百千万劫，不能令生，一阐提辈亦复如是。”道生对于这种说法是不满意的，他仔细分析经文，探讨幽微的妙法，认为一阐提固然极恶，但也是众生，并非草木瓦石，因此主张“一阐提皆得成佛”。这种说法，在当时可谓闻所未闻，全是道生的孤明先发。在倡导因果报应、诸善奉行的佛教慈悲背景下，道生公然提出断绝善根者有佛性，认为“立善不受报，顿悟成佛”，这在当时的佛教界是严重离经叛道的思想。

“一阐提皆得成佛”的这个异端邪说激怒了佛教界，众僧群情激奋，把道生驱逐出僧团，赶出了京城。临行前，道生对同门的僧人们发誓说：“若我所说反於经义者。请於现身即表厉疾。若与实相不相违背者。愿舍寿之时据师子座。”

后来道生辗转落脚在苏州虎丘，仍然固执己见，拒不低头。传说他向虎丘的石头说法，说到一阐提可以成佛的时候，石头都点头称赞，这便留下了一个“顽石点头”的掌故。
在道生入住苏州虎丘不久，盛夏的一个雷雨之夜，惊雷震塌了京城青园寺佛殿，那些心惊胆战的僧人们纷纷说见到有龙升天而去，在闪电中看到了投射在佛殿西墙上的矫捷的龙身光影，于是就将“青园寺”改名为“龙光寺”，此后的佛典中提到道生，也就称之为“龙光释道生”了。

对宣扬“一阐提皆得成佛”的道生而言，离建康并不远的苏州虎丘也并非清净安生之地，所以他到这里不久，就不得不再次黯然离去，远走庐山。僧传中说他这次到庐山是“投迹庐山，销影岩岫”，那就是说在庐山的深山岩谷中隐居了起来。对于一个貌似离经叛道的僧人来讲，这也许是最为有效的对抗攻击的方法。

后来，《涅槃经》出了更为完整的译本，经文里明明写着一阐提可以成佛，道生也就从异端分子变回一位正信的佛教徒了。
《涅槃经》有三个译本，一是东晋名僧法显翻译的6卷本《大般泥洹经》，二是北凉时期中天竺僧人昙无谶翻译的40卷《北本涅槃经》，三是南朝宋慧严、慧观与谢灵运等以昙无谶译本为主，对照法显译出的6卷本，又增加品数而成的《南本涅槃经》36卷。

道生早期研读的《涅槃经》就是法显译出的那个6卷本，在这个6卷本《涅槃经》中，只有“一切众生悉有佛性”的经文，但没有“一阐提皆得成佛”的文句；所以道生根据这个不完全的《涅槃经》译本提出“一阐提皆得成佛”，从经文字面上看来是没有根据的，所以会受到青园寺及京城僧人们的攻击。

而为道生洗刷冤屈的全本《涅槃经》指的是昙无谶翻译的40卷的《北本涅槃经》。

昙无谶大约在北凉永安十年（410年）左右来到了北凉都城姑臧（今甘肃武威市），他随身带有西域“白头禅师”传给他的树皮本《涅槃经》前分10卷及《菩萨戒经》、《菩萨戒本》等经典，受到了崇信佛教的北凉国王沮渠蒙逊的欢迎。在姑臧，昙无谶经过3年的汉语言学习后，开始翻译他带来的经典，由于他带来的《涅磐经》只有前分10卷，所以为将全本《涅槃经》集齐，昙无谶又不辞辛苦、风尘仆仆地远赴西域，在于阗国寻得《涅槃经》的中分部分带回了姑臧，此后又再次派人到于阗，寻得《涅槃经》的后分。

北凉玄始三年（414年）正式开始翻译《涅槃经》，参与翻译的有慧嵩、道朗及僧俗学者数百人，直到玄始十年（421年）十月共译出40卷。

从昙无谶《涅槃经》全本的翻译时间来推算，建康龙光寺的僧人们读到全本《涅槃经》最早也是在421年之后，而据《高僧传》的“佛驮什传”记载，宋景平元年（423年）十一月，道生与慧严及罽宾僧人佛驮什、于阗沙门智胜共同在龙光寺译出《弥沙塞律》34卷，称为“五分律”。那么就是说，到了423年，道生的“一阐提也有佛性”的论断已经得到了龙光寺僧人们的认可，所以他也才由庐山回到了龙光寺，同慧严、佛驮什、智胜共同翻译《弥沙塞律》。但是，显然此时的龙光寺已经再也不是道生的驻扎之地了，从虎丘辗转在庐山隐居多年的他，可能在翻译完《弥沙塞律》后就返回庐山，开始宣讲昙无谶新译出的全本《涅槃经》。

宋元嘉十一年（434年）冬十一月，道生在庐山精舍为他的弟子们讲说《涅槃经》的时候圆寂而去。

当年因为提出“一阐提皆得成佛”而被建康僧界驱逐出京城的时候，道生就发誓说如果他的理论是正确的，他就应该在狮子座上说法的时候离开尘世。现在这个誓言终于应验了，据说道生刚刚把那天的经义讲完，弟子们就看到他拿在手中的麈尾顿然坠地，气息随之而绝，面目安详，如生人熟睡一般端坐高座。远在建康的僧人们听说道生在说法高座上盍然长逝的消息，都觉得非常惭愧，当年不该将这样一位善于体悟佛经大义的高僧驱逐出京城。

道生是《涅槃经》的大师，而《涅槃经》正是禅宗的重要思想源泉之一。道生的著作，见于记载的，有《维摩》、《法华》、《泥洹》、《小品》诸经义疏，现只《法华经疏》传存2卷。其《维摩经疏》散见于现存僧肇撰的《注维摩诘经》、唐道掖集的《净名经集解关中疏》及《净名经关中释抄》中。此外道生还撰有《善受报义》、《顿悟成佛义》、《二谛论》、《佛性当有论》、《法身无色论》、《佛无净土论》、《应有缘论》等，都已佚失。还有《涅槃三十六问》等关于佛性义的问答诸作，其中只《答王卫军书》(又题作《答王弘问顿悟义》)一首现存《广弘明集》卷18，余已遗失。

道生去世后，他的弟子继续大力宣扬他的“顿悟”学说，使之为中国禅宗的诞生奠定了基础。
二、竺道生与“莲社十八贤”之说

“莲社十八贤”之说，源于北宋陈舜俞所著《庐山记》，陈舜俞《宋史》有传：“舜俞字令举，湖州乌程人。博学强记。举进士，又举制科第一。熙宁三年，以屯田员外郎知山阴县，诏俟代还试馆职。”
熙宁年间，陈舜俞贬官去世后，大文学家苏轼为文哭之，称其“学术才能，兼百人之器，慨然将以身任天下之事，而人之所以周旋委曲、辅成其夭者不至。一斥不复，士大夫识与不识，皆深悲之”。 
显然，陈舜俞的学术品格与编撰才能是相当出色的，但是他在《庐山记》中关于“莲社十八贤”的说法在史实方面值得商榷。

《庐山记》关于此段史实是如此说的：

昔谢灵运恃才傲物，少所推重。一见远公，肃然心服。乃即寺翻涅槃经，因凿池为台，植白莲池中，名其台曰翻经台。今白莲亭即其故地。远公与慧永、慧持、昙顺、昙恒、竺道生、慧睿、道敬、道昺、昙诜，白衣张野、宗炳、刘遗民、张诠、周续之、雷次宗，梵僧佛驮耶舍十八人者，同修净土之法，因号白莲社。十八贤有传附篇末，池上昔有文殊瑞像阁，今像亡阁废。

     陈舜俞之“莲社十八贤”在庐山“同修净土之法，因号白莲社”的说法显然是大有问题的。以慧远为中心组成的白莲社是一个共时性概念，是指一个“同修团体”，而在这18个人中，至少有多人是没有到过南方同慧远一道修道的。我们可以从两个关键人物——佛陀耶舍和竺道生的行迹来推断陈舜俞所说“莲社十八贤”在史实方面的不可靠性。

1．在18位僧俗贤哲中，佛陀耶舍同慧远大师没有交往，“同修”显系后人附会之说

佛陀耶舍是罽宾人，婆罗门种姓。355年之前，佛陀耶舍离开罽宾到疏勒国，时年13岁的鸠摩罗什拜佛陀耶舍为师学习佛法。385年，鸠摩罗什被吕光带到凉州姑臧，佛陀耶舍一直在疏勒国讲经传道。后来，他又到了龟兹，据说这时候远在姑臧的罗什托人捎信要佛陀耶舍到凉州去，佛陀耶舍才来到中原。

其行迹如次：佛陀耶舍大约是在402年前后到达姑臧，在姚兴的多次邀请敦促下，于后秦弘始十年（408年）来到了长安。按这个时间来推算，佛陀耶舍在凉州姑臧停留了将近6年。弘始十二年（410年），佛陀耶舍在姚兴的支持下，在长安开译《四分律》、《长阿含》等经典。在僧佑《出三藏记集》、慧皎《高僧传》等早期文献中，佛陀耶舍抵达中原后只在凉州的姑藏（今甘肃武威）和长安驻足，未曾到庐山或江南。关于佛陀耶舍之来华，《四分律序》记载：

岁在戊申，始达秦国，秦主姚兴欣然，以为深奥冥珍嘉瑞，而谓大法渊深，济必由戒，神众所传，不可有阙。即以其年，重请出律藏。

此戊申即东晋义熙四年（408）
，显然是佛陀耶舍到达长安的时间。《四分律序》言佛陀耶舍到达长安后即开始翻译《四分律》，直到弘始十四年译完。而《长阿含经》则记佛陀耶舍是在弘始十二年开始翻译《四分律》。僧肇所撰《长阿含经序》云：

弘始十二年岁次，上章阉茂，
请罽宾三藏沙门佛陀耶舍出《律藏》一分四十五卷。十四年讫。

十五年岁次，昭阳赤奋若
出此长阿含讫，凉州沙门佛念为译，秦国道士道含笔受。时，集京夏名胜沙门，於第校定。恭承法言，敬受无差。
《四分律序》与《长阿含经序》所记载的佛陀耶舍开始翻译《四分律》的时间有差别，这个问题我们留待后说。但是从这两个记载中我们可以断定，至少在弘始十五年之前佛陀耶舍一直是在长安的。弘始十五年这个记载同僧佑《出三藏记集》之《佛陀耶舍传》的记载是相一致的：

以弘始十二年，译出为四十卷。并出长阿含经，减百万言。凉州沙门竺佛念译为秦言，道含执笔。至十五年解坐。兴嚫耶舍布绢万疋，不受。佛念、道含布绢各千疋，名德沙门五百人皆重嚫施。耶舍后还外国，至罽宾，寻得《虚空藏经》一卷，寄贾客传与凉州诸僧。後不知所终。

那么，在弘始十五年之后，文献中再没有佛陀耶舍活动的记载，并且《出三藏记集》说“耶舍后还外国，至罽宾，寻得《虚空藏经》一卷，寄贾客传与凉州诸僧，後不知所终”。而《高僧传》则说“耶舍后辞还外国，至罽宾，得虚空藏经一卷，寄贾客传与凉州诸僧，後不知所终”。《高僧传》中的“耶舍后辞还外国”比《出三藏记集》的“耶舍后还外国”多加了一个“辞”字，这就很明白地表达出了佛陀耶舍是弘始十五年之后不久就从长安直接返回西域，并且此后就再无音讯了，所以他在华的这段时间内没有到过江南，更没有到过庐山，就谈不上与慧远大师等结社“同修”了。

况且，慧远大师在庐山发誓愿结社同修之事发生在东晋元兴元年（402）七月，此时的佛陀耶舍尚未到达长安，何来结社之事。详细论述见下一部分。

2．竺道生是释慧远庐山结“莲社”、发誓愿同修的活动参与者

释慧远在庐山与僧俗同修者结“莲社”、盟誓愿的活动，慧皎《高僧传》有明确的记载，结社时间、地点、参与者及由刘遗民撰写的誓愿文俱全：

及远创寺既成，祈心奉请，乃飘然自轻，往还无梗，方知远之神感证在风谚矣。於是率众行道，昏晓不绝，释迦余化，於斯复兴。既而谨律息心之士，绝尘清信之宾，并不期而至，望风遥集。彭城刘遗民，豫章雷次宗，雁门周续之，新蔡毕頴之，南阳宗炳、张菜民、张季硕等，并弃世遗荣，依远游止。远乃於精舍无量寿像前，建斋立誓，共期西方。乃令刘遗民著其文曰：

“惟岁在摄提秋七月戊辰朔二十八日乙未。法师释慧远贞感幽奥，宿怀特发，乃延命同志息心贞信之士百有二十三人，集於庐山之阴般若台精舍阿弥陀像前，率以香华敬廌而誓焉。

惟斯一会之众，夫缘化之理既明，则三世之传显矣。迁感之数既符，则善恶之报必矣。推交臂之潜沦，悟无常之期切；审三报之相催，知险趣之难拔。此其同志诸贤，所以夕惕宵勤，仰思攸济者也。盖神者可以感涉，而不可以迹求。必感之有物，则幽路咫尺；苟求之无主，则眇茫河津。

今幸以不谋而佥心西境，叩篇开信，亮情天发，乃机象通於寝梦。欣欢百於子来，於是云图表晖，影侔神造，功由理谐，事非人运。兹实天启其诚，冥运来萃者矣。

可不克心重精叠思，以凝其虑哉，然其景绩参差，功德不一。虽晨祈云同，夕归攸隔。即我师友之眷，良可悲矣。是以慨焉胥命，整衿法堂。等施一心，亭怀幽极。誓兹同人，俱游绝域。其有惊出绝伦首登神界，则无独善於云峤，忘兼全於幽谷。先进之与后升，勉思策征之道，然复妙觐大仪，启心贞照。识以悟新，形由化革。藉芙蓉於中流，荫琼柯以咏言；飘云衣於八极，泛香风以穷年。体忘安而弥穆，心超乐以自怡；临三涂而缅谢，傲天宫而长辞；绍众灵以继轨，指太息以为期。究兹道也，岂不弘哉。”

由此可知，慧远结社誓愿同修之事，是发生在“岁在摄提秋七月戊辰朔二十八日乙未”，即东晋元兴元年（402）七月二十八日，
参与者是以慧远、刘遗民、雷次宗、周续之、毕頴之、宗炳、张菜民、张季硕等为核心的“同志息心贞信之士百有二十三人”，他们“集於庐山之阴般若台精舍阿弥陀像前”，共誓愿“慨焉胥命，整衿法堂。等施一心，亭怀幽极。誓兹同人，俱游绝域。其有惊出绝伦首登神界，则无独善於云峤，忘兼全於幽谷。先进之与后升，勉思策征之道，然复妙觐大仪，启心贞照”。

参与此事者有123人，那么这个记载并没有将那些僧界的主要代表性人物一一列出，譬如僧界只列出了慧远，就连当时的西林寺名僧慧永也没列出。从时间上来推断，当时的竺道生确实参与了这次盛会。

根据僧佑的记载，竺道生“初住龙光寺，下帷专业。隆安中移入庐山精舍，幽栖七年以求其志”
。东晋隆安年间是公元397—401年，既然竺道生是在“隆安中”到达庐山的，我们即使以上限397年计算，他在庐山“幽栖七年”，那么最早也是在403年离开庐山的。事实上“隆安中”所说的肯定是397年之后、401年之前的某个年头，而决不会是397年，这样来看，竺道生离开庐山前往长安的时间肯定在403年之后的某一年，那么在东晋元兴元年（402）举行的庐山“莲社”誓愿活动，竺道生肯定是参与者之一。

考索佛陀耶舍、竺道生之于慧远“莲社”活动的关系，可以从一定程度上对宋人所说的“莲社十八贤”的史实可靠程度有所了解。事实上，后代佛教文献中关于“莲社十八贤”有各种不同的说法，如《庐山莲宗宝鉴念佛正派》卷4将佛陀跋陀罗亦列入，
而佛陀跋陀罗来被长安僧团逐出长安，抵达庐山东林寺是410年的事情，因而佛驮跋陀罗也不可能参加402年的“莲社”誓愿活动。
综上所考述，“莲社十八贤”是一个对402年参与莲社誓愿活动的参与者及后来僧界附会者所组成的一个历时性概念团体。如果完全从共时性历史事件来看，如佛陀耶舍、佛驮跋陀罗列入其中，显然是不尊重史实的。

三、竺道生的“慧解”与“通情”及相关附会之说

公元6世纪初叶是佛教大乘理论在中国发展的关键时期，早期的异域僧人译出的佛教经典，已经很难跟上以释道安、慧远为代表的中原学问僧人的理论渴求。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一批在佛教义学方面有造诣的学问僧人，试图通过对现有经典教义的突破性阐发来促进佛教思想的中国化深入理解。

1．竺道生的“慧解”与鸠摩罗什“重慧轻禅”趋向的异同

竺道生是注重“慧解”的“奇思异想者”，慧皎总结竺道生在庐山修道的特别之处乃是：

常以入道之要，慧解为本，故钻仰群经，斟酌杂论。

竺道生既然把“慧解”作为“入道之要”，那么其对于经典知识和理论的追求就绝对不是仅仅限制在“经典”本身的一些提法，而是追求对经典知识、思想的阐发和突破。所以在庐山修道七年之后，他又远赴长安，向鸠摩罗什求学问道，在鸠摩罗什的译经生涯中，道生所发挥的作用可能微乎其微。因为他西去长安，向鸠摩罗什学习的目的并不在于佛经翻译，《高僧传》鸠摩罗什传中说：

龙光释道生，慧解入微，玄构文外，每恐言舛，入关请决。

正是因为来自东晋京城建康（今江苏南京）龙光寺的道生不是一个拘泥经典，而是擅长于体悟与发挥经义的僧人，所以他到关中拜鸠摩罗什为师，就是担心自己发挥的一些思想有错误，所以要向鸠摩罗什验证他自己提出的一些思想的正确与否。

由于记载阙如，我们现在已经无法知道鸠摩罗什对这位喜爱创新的弟子的确切看法。但是可以想象得出来，像鸠摩罗什这样一位在佛学经典方面博学多才的有部僧人，他本来对中原僧人在佛经理解和体悟方面就有着轻视的态度，那么对于道生这样一位善于“胡思乱想”的学生，也许不会有太多的好感。问题就在于鸠摩罗什所追求的“慧学”趋向同竺道生所认同的“慧解”有很大的差别。

（1）竺道生所倡言的“慧解”实际上追求的是佛学如何中原化和更方便地应用法门，是一种先于佛经翻译的过早“推断”。竺道生所创立的“善不受报”、“ 顿悟成佛”、“ 佛性当有论”、“ 法身无色论”、“ 佛无净土论”、“ 应有缘论”等等“新义”，使“守文之徒多生嫌嫉”，成为一种“孤明先发”，这种不死守佛经文句的“慧解”，对于佛教经义与中国文化的融合发挥了重要作用。
其一，能突出体现其“慧解”的就是“一阐提皆得成佛”。这个提法显然是拓宽了成佛的门径，对于佛教的发展和普适化具有重要的现实应用意义，而对于佛学理论本身的理解并没有什么提升。如竺道生所创“善不受报”义，其实也是拓宽了成佛者或信仰者的门径：

昔竺道生著善不受报论。明一毫之善并皆成佛，不受生死之报。今见《璎珞经》亦有此意。

这种发展或者说对于佛经经义的突破性理解，是不断地扫除对于佛经经文理解中的一些教条化障碍，是有利于佛教的进一步世俗化的。

其二，现存文献中，后世僧界对于竺道生“慧解”的理解集中在他能先于佛经的传入和翻译提出一些“暗合”经义的说法或观点。这实质上是一种“思想的抢跑”，是抢在经典翻译的前面所作出的一种“推断”。如“一阐提皆得成佛”抢在昙无谶翻译的40卷《北本涅磐经》前面；“善不受报”义抢在《璎珞经》翻译之前；此类事例尚有一例。南朝宋元嘉十二年（435）《胜鬘经》译出之后，竺道生的义学弟子竺道攸即叹息说：
先师昔义暗与经会，但岁不待人，经袭义后。若明匠在世，剖析幽赜者，岂不使异经同文，解无余向者哉。

竺道攸对其老师“义暗与经会，经袭义后”的评价和感叹，就是对竺道生“慧解”特长的最贴切解说。

道生的此种“暗合体悟推断式”的“慧解”显然同鸠摩罗什所追求的“慧学”是有着巨大差距的。

（2）鸠摩罗什所追求的“慧学”是趋向于创作出系统的佛学新论，而不是拘泥于对某部经文或个别观点的应用化开拓——这是竺道生的“慧解”同罗什的最大差别，二者其实是两个层次上的问题。

在从求学罽宾、疏勒直至讲道龟兹，鸠摩罗什一直保持着对新知识、新思想探求的强烈愿望，所以他所渴望的是成为像天竺罗汉迦旃延子一样的佛学大师。据《婆薮盘豆法师传》记载，迦旃延子是释迦牟尼佛灭度五百年后的一个著名阿罗汉，他本来是天竺人，说一切有部的僧人。后来他到了罽宾国，召集五百阿罗汉和五百菩萨，并从舍卫国请马鸣菩萨来到罽宾做执笔者，共同斟酌经文、辨定经义，撰说了一切有部的《大毗婆沙论》百万颂。这次定经义的活动，又被称为佛教史上的“第四次佛经集结”。据《高僧传》载：

什雅好大乘，志存敷广，常叹曰：“吾若著笔作《大乘阿毗昙》，非迦旃延子比也。今在秦地，深识者寡。折翮于此，将何所论。”乃凄然而止。唯为姚兴著《实相论》二卷，并注《维摩》，出言成章无所删改，辞喻婉约莫非玄奥。

在鸠摩罗什的“慧学”追求中，像迦旃延子这样创作出《大乘阿毗昙》这样系统的佛学论作才是真正的创新，并且他认为中原地区“深识者寡”，因而，在系统的理论创新方面，当时的中原佛学界确实很难同鸠摩罗什对话，如慧远大师与罗什就是一个典型的样板，慧远是在坚持“神不灭”的基础上立论，而罗什讲求“中道”， 认为任何一法，都是不生不灭、不常不断、不一不异、不去不来的，由此而坚持他“无常”、“无我”的世界观。

鸠摩罗什对这种系统创新之“论”的是非常看重的，在他的视野里，中原是无人能撰写这样的佛论的，因而中原高僧撰写的佛论，就很难得到鸠摩罗什的赞赏。

如慧远著《法性论》，内有“至极以不变为性，得性以体极为宗”之语，罗什读后的感叹是：“边国人未有经，便暗与理合，岂不妙哉。”
这个评价其实并不高，只不过是感叹慧远文中的这个单一文句所表达的与佛经所讲有所暗合而已。

僧肇著《波若无知论》二千余言，庐山隐士刘遗民读后有“不意方袍复有平叔”之叹，直目僧肇为哲学家何晏一样的人物；释慧远读后也有“未常有也”的感叹；罗什读后虽称善，但具体评价说：“吾解不谢子，辞当相挹。”
这是一个非常客气但又毫不留情的说法，直译就是：你的见解不如我，但是文采方面还可以跟我比一比。显然，在经义理解与体悟方面仅仅能做到“义暗与经会，经袭义后”的竺道生自然也难以进入鸠摩罗什的视野之中。
总之，竺道生的“慧解”创新其实是对佛经中的某些文句作了超前于一些尚未翻译出来的经典的突破性解说，而几乎遍阅大小乘诸种经典的鸠摩罗什的“重慧轻禅”则是企图在坚持中观学说的基础上创造出系统的佛教新论。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理论境界，前者具有很强烈的“修道”应用性，而后者则秉持完全的理论提升意图。

2.从“通情上首”到“顽石点头”的内在理路

人类的存在有两个并行的线条，一是自然生理的肉体生命线发展；一是事迹与思想的历史延续生命线。前者显然很短暂，而后者则是处在不停的生长变化中，有时候往往是前者停顿之后，后者才开始启动变化或膨胀活跃的步伐。

由于宗教与生俱来的“神话化动机”，佛教僧侣的事迹与思想往往在不断的历史累计中被放大或神化。探索这个过程，对于恰当地理解佛教历史是非常有助益的一个视角 

对于竺道生的评价、认识的断语，有以下几端：

（1）“龙光释道生，慧解入微”
——竺道生成名的基石
“慧解”是《高僧传》卷2对竺道生佛学特长的经典性评价。

如上所论，竺道生之“慧解”确实不但发挥了“与经典抢跑”的领先作用，而且拓宽了信众与成佛的门径，从而加速了佛教的进一步中国化。因而，“慧解”既是对竺道生佛学特色最恰当的评价，也是竺道生得以成为一代名僧的基石。其后对于竺道生的一切评价甚至神化，都是在“慧解入微”的这个基础上展开的。

（2）“关中僧众咸谓神悟”
——僧团内的夸饰性赞誉
“神悟”之说，是慧皎借关中僧人之口对竺道生所作的评价，很显然，这个词要比“慧解”显得更为通俗化，有很大的描写成分。“慧解”是非常专业的一个评价，是紧紧本源于对佛学义理的解说而言，而“神悟”则进一步有了夸饰的成分。虽然“慧解”、“神悟”所表达的都是竺道生对于经文的超凡理解与感悟能力，但是，后者明显是前者的放大之说。

对于个体突出的某些才能或智慧加上“神”的夸饰性词语，是一种非常通俗但没有清晰边界的断语，其程度是很难把握的，如鸠摩罗什在西域的时候，也曾被加以“神俊”的断语。

（3）“通情则生融上首，精难则观肇第一”
——僧团精英之间的对比性评价，此为“关中四子”产生的基础。

“慧解”是对于竺道生个人佛学风格的单独评价，而在长安鸠摩罗什僧团内部，义学僧人们大多都成长为各具学术特色的学问僧，而竺道生、释道融、慧观、僧肇就是其中出色的四位。而道融与道生曾经是有过经义论难较量的，《续高僧传》载：

昔竺道生入长安，姚兴於逍遥园见之，使难道融义，往复百翻，言无不切。众皆睹其风神服其英秀。

竺道生一入长安，就被姚兴安排同道融进行了一场论难，可见当时长安僧界就已经产生了或者说通过论难形成了对这两个僧人学术特长的认知，将他们归入“通情”之首。

此处用“通情”来概括竺道生与道融的学术特长，那么何谓“通情”呢？

《阿毗达磨顺正理论》卷22云：

通情非情，趣唯有情，然非遍摄。生唯遍摄，故说有情，无非有情名众生故。然有情类，卵生胎生湿生化生，是名为四。

则“有情”实为“通情”、“非情”所趋之向，有生者俱“趋唯有情”，然而因为“无遍摄”故，因而又分出“通情”、“非情”之说。显然一切众生，“卵生胎生湿生化生”都是“有情之类”。

《佛说造像量度经解》在述及何以会有“佛母”形象时云：

佛菩萨被大慈力，以就世间之通情。特化女相者，或善信女人女神发弘誓，行大乘愿满成道者，俱通称佛母。
此处之“通情”就是专指能体味人生父母之情的人类。

由此可推论，“通情则生融上首”之“通情”显然是特指有将佛教经义向大众宣化的能力而言。

此处之“通情”是同“精难”相对举而言的。在《续高僧传》中，“通情”也是这样的用法：“以英少之质参诸耆德，通情则高冲折机，纵难亦大车柅轴。”
由此可以断定，在佛学的研讨领域内，“通情”是与“纵难”相对举的一个概念。能“通情”者则要善于突破，因而须“高冲折机”；“纵难”者则需要论辩扎实，如车行大地，只有“大车柅轴”才能稳固而不覆。由此形象的比喻来推论，“通情”则是就对佛教经义的发挥性理解与宣讲普及众生的能力而言，论难则是学术层面上对经义的辩正讨论而言。前者近于俗谛，而后者归于真谛。

前面我们已经述及竺道生之“慧解”其实是拓宽了成佛者或信仰者的门径，与此处之“通情则生融上首”相证，可以确定在释僧佑、慧皎所处的时代，对于竺道生的佛学贡献的评价是立足于其在“慧解”基础上的“宣化众生”。

后世所处的“虎丘说法，顽石点头”，正是基于竺道生的这种善于“通情”的佛学贡献而产生的。

（4）“顽石点头”——“慧解”的宣教功能

竺道生说法虎丘，早期僧传文献的记载是不一致的。

《出三藏记集》并没有记载竺道生曾到虎丘，而是直达庐山：

（道生）拂衣而逝，星行命舟，以元嘉七年，投迹庐岳，销影岩阿，怡然自得，山中僧众咸共敬服。

    《高僧传》中的记载就有了“说法虎丘”的记载：

（道生）拂衣而游，初投吴之虎丘山，旬日之中学徒数百。其年夏雷震青园佛殿，龙升于天，光影西壁，因改寺名号曰龙光。时人叹曰：“龙既已去，生必行矣。”俄而投迹庐山，销影岩岫，山中僧众咸共敬服。
显然，从整个文风来看，僧佑《出三藏记集》是就事叙事，很少夸饰诡异之说。而慧皎《高僧传》却加入雷震青园寺、龙升于天的神异情节，并以之来契合“龙既已去，生必行矣”的谶语。这个“时人之叹”毫无道理可言，何以“龙升天”，而竺道生就要离开虎丘呢？即使按慧皎所记，竺道生曾传道虎丘，其时间也很短，所谓“旬日之中学徒数百”的说法也是值得怀疑的。如果竺道生当时真有如此大的信仰感召力，也就没必要很快“投迹庐山，销影岩岫”了。

到了其后的《神僧传》，就产生了“顽石点头”的说法：

（道生）拂衣入吴之虎丘山。竖石为徒讲涅槃经，至阐提有佛性处曰：“如我所说，契佛心否？”群石皆首肯之。其年夏，雷震青园佛殿，龙升于天，光影西壁，因改寺名曰龙光。时人叹曰：“龙既去，生必行矣。”俄而投迹庐山肖影岩岫，山中僧众咸共敬服。

对比《出三藏记集》、《高僧传》、《神僧传》的这三段文献，其随时代推演逐步加进神异的说法痕迹明显：《出三藏记集》所记没有传道虎丘，到慧皎不仅有了传道虎丘、弟子数百，又加了青园寺龙升天的神异故事，而《神僧传》更是在慧皎《高僧传》的基础上又添进“顽石点头”一说。并且每一次添加都是在不动前书文字结构的基础上夹入新的内容。

由此可见“顽石点头”这个说法产生的清晰脉络。这个神异故事的逐步产生，说明了像竺道生这样不拘泥于经书文句的义学僧人，在宣扬佛教精神、化度信徒方面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至此，我们可以看出来，对竺道生的认知，从最早的“慧解入微”到后来的“通情上首”，再到其后附会产生的“虎丘说法，顽石点头”，正好反映了高深的佛教义学概念逐步通俗化、民间化的一个过程；这也是竺道生“善不受报”、“顿悟成佛”等论之所以在中国佛教史上产生重大影响的原因所在。

� 《高僧传》卷7《竺道生》。


� 《出三藏记集》传下卷第15《道生法师传》。


� 《出三藏记集》传中卷第14《昙无谶》。


� 《宋史》卷331《张问传》附《陈舜俞》。


� 《宋史》卷331《张问传》附《陈舜俞》。


� 《四分律序》，载《大正新修大藏经》第22册。


� 陈垣：《二十史朔闰表》，中华书局，1962年，第62页。


� 即庚戌年。


� 即癸丑年。


� 僧佑：《出三藏记集》传中卷第14《佛陀耶舍》。


� 《高僧传》卷6《释慧远》。


�陈垣：《二十史朔闰表》，中华书局，1962年，第62页。


� 《出三藏记集》传下卷第15《道生法师传》。


� 《大正新修大藏经》第47册。


� 《高僧传》卷7《竺道生》。


� 《高僧传》卷2《鸠摩罗什》。


� 《大正新修大藏经》第34册《经疏部二》之《法华义疏》卷4。


� 《出三藏记集》序卷第9《胜鬘经序》。


� 《高僧传》卷2《鸠摩罗什》。


� 《高僧传》卷6《释慧远》。


� 《高僧传》卷6《僧肇》。


� 《高僧传》卷2《鸠摩罗什》。


� 《高僧传》卷7《竺道生》。


� 《高僧传》卷7《慧观传》。


� 《续高僧传》卷5《释僧旻》。


� 《大正新修大藏经》第29册。


� 《续高僧传》卷14《释智琰》。


� 《出三藏记集》传下卷第15《道生法师列传》。


� 《大正新修大藏经》第50册《史传部二》之《神僧传》卷3。





